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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农民工中以受雇方式就业者占 83. 4%，就业行业分布以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⑥ 根据这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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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第一个问题得出的 KMO值为 0. 820，并通过了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第二个问题










男 618 48. 62
女 653 51. 38
有效样本 1271 100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1288 31. 99 9. 05 16 64
年龄平方 1288 0. 82 1. 11 2. 18e－06 10. 25
受教育程度 1271 2. 56 0. 90 1 5
收入的对数 1265 8. 02 0. 77 0 11. 51
熟人信任因子 1226 57. 96 15. 35 1 100
陌生人信任因子 1226 33. 18 15. 72 1 100
社会信任 职业信任因子 1226 61. 53 15. 95 1 100
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1256 72. 70 20. 73 1 100
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1257 61. 62 18. 91 1 100
互惠行为 互惠行为因子 1263 61. 67 23. 98 1 100
社会参与
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 1271 39. 64 15. 35 1 100
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 1271 17. 32 12. 33 1 100




愿活动的频率分别是”，答案包括“几乎没有、很少、经常”三个选项，分别赋值 1 至 3 分。将上述









别赋值 1至 3分。将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 KMO 值为 0. 832，并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说明该问题的选项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最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








有研究认为，OLS回归分析结果和序次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基本相同，④ 并且序次 Logistic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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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自变量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性别a 0. 0176 0. 0172 0. 0468 0. 0489
(0. 0577) (0. 0586) (0. 0588) (0. 0588)
年龄 0. 0000546 －0. 00382 －0. 00371 －0. 00362
(0. 00374) (0. 00384) (0. 00386) (0. 00386)
年龄的平方 0. 00828 0. 0167 0. 0178 0. 0238
(0. 0299) (0. 0304) (0. 0305) (0. 0304)
受教育程度 －0. 0795* －0. 0770* －0. 101＊＊ －0. 114＊＊＊
(0. 0335) (0. 0338) (0. 0340) (0. 0339)
收入对数 0. 0963＊＊ 0. 0819* 0. 0675+ 0. 0547
(0. 0369) (0. 0377) (0. 0376) (0. 0374)
熟人信任因子 －0. 00519* －0. 00447* －0. 00436*
(0. 00202) (0. 00203) (0. 00202)
陌生人信任因子 0. 00619＊＊ 0. 00489* 0. 00447*
(0. 00190) (0. 00192) (0. 00192)
职业信任因子 0. 00949＊＊＊ 0. 00803＊＊＊ 0. 00716＊＊＊
(0. 00204) (0. 00210) (0. 00209)
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0. 00445* 0. 00358+ 0. 00410*
(0. 00206) (0. 00207) (0. 00206)
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0. 00499* 0. 00529* 0. 00434+
(0. 00233) (0. 00233) (0. 00233)
互惠行为因子 0. 00631＊＊＊ 0. 00461＊＊＊
(0. 00126) (0. 00131)
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 0. 00838＊＊＊
(0. 00203)
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 0. 00220
(0. 00243)
常数项 2. 176＊＊＊ 1. 281＊＊＊ 1. 188＊＊ 1. 138＊＊
(0. 340) (0. 364) (0. 363) (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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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Ｒ2 0. 6% 8. 9% 11% 12. 2%
F值 2. 50* 11. 83＊＊＊ 13. 28＊＊＊ 12. 54＊＊＊
N 1198 1112 1090 1081






维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显著影响。同时，模型四调整后的 Ｒ2 为 12. 2%，说明社会资本对社
会公平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社会信任。模型二至模型四显示，在纳入互惠行为与社会参与维度前后，社会信任所包括
的陌生人信任因子、职业信任因子、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和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但熟人信任因子却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假设 1被证伪。具体而言，农民工对熟人的信任度越高，其社
会公平感就越低;对陌生人、不同的职业群体、政治组织及非政治组织的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
当前社会是公平的。
(2)互惠行为。模型三和模型四显示，在纳入社会参与前后，互惠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农民工的互惠行为频率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假设 2被证实。
(3)社会参与。模型四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参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假设 3 被证实。
具体而言，社会参与中的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农民工参与
单位组织的活动或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越多，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参与政治 /宗教活动
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偏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整体上不高，原因需要深入研究。以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部分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在流入地受到不平等对待，比如，农民工子女不
能与流入地学生平等享受优质义务教育，属于教育贫困群体，③ 教育机会不公平会引发农民工对社会
的不满，进而弱化他们的社会公平感。农民工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偏低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资源和机会分配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间。社会心态和感受本质上是对社会变迁
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洞察。④ 帕特南指出，在美国，机会平等看起来注定要消失。⑤ 在我国，伴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些转移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就学等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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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都会遭遇难题，由此可能产生社会不公平的心态。
其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作用不一致。
第一，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包含的陌生人信任、职业信任、政治组织及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都有
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但熟人信任因子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却有消极作用。这个结果说
明，一方面，社会信任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有助于农民工在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及社会心理层面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改变其边缘化或弱势地位。① 社会地位上升可能导
致农民工对社会的评价更积极。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熟人网络一般具有同质性，网络成员位于社会底
层者较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概率比较高，由此会产生不公平意识。② 社会不公平意识会通过熟人网
络得到强化，农民工受到不公平意识的影响，其自身的社会公平感也会被削弱。
第二，互惠行为。农民工的互惠行为越频繁，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这是因为互惠行
为具有利他主义特征，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互惠行为越多，个体从助人行动中获得的快乐也越
多，自利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就越少，③ 社会公平感也会越高。由于互惠行为可以加强不同群体之间
的联系，促进社会整合，④ 减少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也会随之提高。
第三，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的分析结果有两个发现:一是农民工参与本单位活动和社会团体活动
对其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类活动参与越多，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这是因
为组织团体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⑤ 农民工参与其中可以使自身的利益得到维护，进而提升其
社会公平感。同时，人们在社团组织内部可以产生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人们参
加的社团组织越多，集体意识就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社会公平感也会得到增强。⑥ 二是参与政
治和宗教活动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均无显著影响。就参与政党组织的活动而言，由于具有党员身份的
农民工人数非常少，并且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比较低，⑦ 所以参与政党组织活动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
感没有影响。就宗教组织而言，与国外相比，我国宗教组织的发展并不完善，宗教的社会支持功能比
较弱，⑧ 宗教在减弱农民工社会不公平意识方面的作用也很有限。
最后，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及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显著作用，彰显出社会资
本对社会公平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研究的政策意涵是，政府可以为农民工及其他社会群体营造诚
信互惠的社会环境，鼓励农民工从事互惠行为和参与单位、社团组织的活动，通过加强社会环境建
设，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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